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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５ 周年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

动的从局部到全面、历时十五年的侵华战争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ꎮ 日本侵华史是中国抗

日战争史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重要内容ꎻ如何认清侵华战争的性质与责任问题ꎬ也是战后至今日本

历史认识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为此ꎬ我们选择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这个日本学界多有探讨而中国学界

研究薄弱的问题ꎬ分别就其决策体制与政策、对华认识与国际秩序观两个方面ꎬ进行专题探讨ꎬ以期推进

该课题的继续深入研究ꎮ

———臧运祜

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

臧 运 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ꎬ到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ꎬ并最

终伴随着战败而崩溃ꎮ 以“明治宪法”为核心ꎬ日本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体制ꎻ统帅

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 １９００ 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ꎬ成为其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ꎮ 甲午至日

俄战争时期ꎬ日本实行的“大本营”与“御前会议”ꎬ是战时确立的决策体制ꎻ战后制订的国防方针ꎬ则是其对外

军事战略ꎮ 作为明治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遗产ꎬ它深刻影响着此后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ꎮ 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ꎬ日本的军政制度与决策体制有所改变ꎻ国防方针亦经过三次修改ꎬ最终在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世界战争战略和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侵华政策ꎮ 七七事变以后ꎬ日本迅速走

向全面侵华战争ꎬ恢复了“大本营”“御前会议”制度ꎬ并实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决策体制ꎬ推行以

解决“中国事变”为名的侵华政策ꎻ在太平洋战争后期ꎬ又推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策体制ꎬ但最终以失

败告终ꎮ 近代日本经过不断演变而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

决策体制与政策ꎬ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ꎬ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ꎬ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

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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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成果ꎮ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ꎬ在完成近代化的同时ꎬ根据其“富国强兵”的国策ꎬ也走向了军国主义的对外

扩张的道路ꎮ 自 １８７４ 年入侵中国台湾开始的七十多年ꎬ几乎是在每五到十年间ꎬ日本就要发动一场对

外侵略的战争ꎬ且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战争ꎬ直到 １９３７ 年以后ꎬ又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ꎮ
在国内政治形态与军政关系的复杂演变以及对外侵略战争的持续发动过程中ꎬ近代日本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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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或称为战争指导体制)ꎬ到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ꎬ并
最终伴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崩溃ꎮ 作为战时“运筹帷幄”之机体ꎬ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ꎬ攸关战争的

发动、推动与指挥、控制ꎬ对于战争的成败胜负与战争责任的清算判定ꎬ影响至巨ꎬ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

研究ꎮ 但毋庸讳言的是ꎬ相对于日本史学界已有的较多的相关成果ꎬ我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ꎬ
对此却是一个相当薄弱的课题ꎮ① 本文拟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及其演变过程问题ꎬ作
一简要之探讨ꎮ

一、明治时代的形成与确立(１８６８—１９１１)
　 　 １８６８ 年明治维新开始后ꎬ根据 １８６９ 年 ７ 月 ８ 日的«职员令»ꎬ日本政府设立了最早的国家军事机构

“兵部省”ꎬ其长官为兵部卿ꎬ置于“太政官”的指挥之下ꎮ②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５ 日ꎬ日本政府废除“兵部省”ꎬ
设立了“陆军省”与“海军省”ꎬ以分管陆海军的军令与军政事宜ꎻ１８７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又设立了“参谋本

部”ꎬ专责陆海军的军令大权ꎬ以此实现了军令权与军政权的分离ꎮ③ １８８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伊藤博文内

阁成立后ꎬ“陆军省”“海军省”分别隶属于首相的管辖ꎮ １８８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参谋本部分别设立“陆军

部”“海军部”ꎻ到 １８９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设置“海军军令部”主管海军军令之后ꎬ“参谋本部”即成为陆军的军

令机关ꎮ④ 至此ꎬ近代日本形成了军令、军政分离ꎬ以及陆、海军分离的军事制度ꎮ
根据 １８８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 １８８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内阁官制»与 １８８９ 年 ３ 月 ７

日的«参谋本部条例»⑤ꎬ天皇总揽国务统治权、统帅陆海军ꎻ参谋本部总长直隶天皇ꎬ参划帷幄之军务、
掌管国防及用兵计划ꎮ 近代日本以“明治宪法”为核心ꎬ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

体制ꎮ 由此而奠定的统帅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 １９００ 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ꎬ是军部干预

与排斥政治、发动与推动战争的有力的制度武器ꎬ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与表现ꎮ
为了适应战时作战指挥之需要ꎬ甲午战争前夕的 １８９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日本天皇以“敕令第 ５２ 号”公

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⑥ꎬ规定“在天皇之大纛之下ꎬ设置最高统帅部ꎬ称为大本营”ꎻ参谋总长及不久

成立的海军军令部长ꎬ分别作为其幕僚长ꎬ参与帷幄之机密ꎬ计划陆海军的大作战ꎻ大本营分别设立陆军

部、海军部ꎬ用以指挥陆、海军之作战ꎮ 战时大本营制度ꎬ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军令与军政、陆海军分离体

制ꎬ以及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制的集中表现ꎮ
甲午战争爆发后ꎬ大本营最初设立于东京的天皇宫中ꎬ后前进到广岛ꎮ 由于内阁的首相与外相仅可

列席大本营会议ꎬ为了协调与解决战时的国务与统帅之间的问题ꎬ在天皇的出席之下ꎬ日本又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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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ꎻ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ꎻ沈予:«日本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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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ꎬ由主要阁僚(首相、外相等)、元老及上述的大本营幕僚长参加ꎮ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ꎬ日本天皇于 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以“敕令第 ２９３ 号”发布了新的«战时大本营条

例»①ꎬ并在战争期间于东京皇宫设立了“大本营”ꎬ同时于必要时ꎬ每周举行一次“御前会议”ꎮ
日本在甲午—日俄战争时期制定与实行的“大本营”与“御前会议”ꎬ是以天皇为首、包括政府与军

部主要成员在内的最高统治集团ꎬ为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的顺利进行而确立的决策体制ꎮ 作为明治

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遗产ꎬ它深刻影响着日本此后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ꎮ
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ꎬ日本已经崛起为远东与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列强ꎮ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４ 日ꎬ

日本天皇批准了参谋总长与海军军令部长奉命共同制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帝国军队

用兵纲领»三份文件ꎬ总称为“国防方针”ꎮ② 该文件在明确自明治初年以来确定的“开国进取”之国策

的基础上ꎬ主要制定了近代日本的对外军事战略ꎮ

二、 一战前后及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演变(１９１２—１９３６)
　 　 进入大正时代以后ꎬ１９１３ 年 ６ 月ꎬ第一次山本内阁期间ꎬ曾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扩大为包括预备

役和后备役ꎬ但此后其实并未出现过非现役将官担任内阁军部大臣的例子ꎮ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第二次

大隈内阁为了解决国防与军备问题ꎬ决定设立“防务会议”ꎬ参加者为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藏、陆军、
海军大臣以及参谋总长与海军军令部长ꎬ由内阁总理大臣主持ꎮ③

日本于 ８ 月 ２３ 日以日英同盟为由参加一战后ꎬ迅速出兵ꎬ侵占了中国山东ꎬ并占领德属南洋群岛ꎮ
由于陆军的反对ꎬ海军方面关于设立战时大本营的计划未遂ꎬ日本仍然沿用了上述“防务会议”的决策

形式ꎮ 该会议的设立ꎬ意味着日本的最高战争指导机关ꎬ由大本营转变为内阁ꎬ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ꎮ
该会议直到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才予以废止ꎮ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前后ꎬ根据国内外与远东局势的变化ꎬ日本军部于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分别两次修改了此前的“帝国国防方针”④ꎻ第二次修改中ꎬ将日本对外战争的假想敌之顺序ꎬ
由俄、美、中ꎬ修订为美、中、苏ꎬ显示出中国在日本对外战争中的地位更加提前和突出ꎮ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ꎬ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ꎬ并迅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ꎬ从此开始了从“满
蒙”、中国到世界的十五年对外侵略战争ꎮ １９３２ 年的“五一五”军事政变后ꎬ犬养毅内阁倒台ꎬ宣布了近

代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制的结束ꎮ 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ꎬ军人内阁开始左右日本政局ꎮ 为了决定对外

与对华政策ꎬ斋藤内阁首创了由其为首ꎬ并由外相、陆相、海相、藏四大臣参加的“五相会议”⑤ꎬ其实主

要就是外相与陆、海相的“三相会议”ꎮ 这个决策机制被此后历届内阁经常延用ꎬ进一步增强了军部在

对外政策与侵华政策上的发言权ꎮ
１９３６ 年初的“二二六”事件以后ꎬ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ꎮ 广田弘毅组阁以后ꎬ日本加速

迈向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道路ꎮ ５ 月 １３ 日ꎬ广田内阁决定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ꎬ极大地便利了

法西斯势力的干预政治ꎮ ６ 月 ８ 日ꎬ昭和天皇批准了军部第三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与«帝国军队用

兵纲领»ꎬ规定了日本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并同时防备中、英两国的国防方针ꎮ⑥ 据此方针ꎬ６ 月 ３０ 日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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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军共同确立了以“南北并进”为目标的«国策大纲»ꎬ并要求政府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ꎮ①
根据军部 ６ 月间制定的“国防方针”与«国策大纲»ꎬ广田内阁主要由外务省与陆、海军方面进行了

一个多月的协商之后ꎬ形成了关于日本对外政策与对华政策的有关文件ꎮ ８ 月 ７ 日ꎬ广田内阁首先召开

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ꎬ决定了«国策基准»ꎻ接着又召开除藏相之外的“四
相会议”ꎬ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ꎮ １１ 日ꎬ广田内阁的有关各省决定了«对华实行策»和«第二次处理华

北纲要»ꎮ １５ 日ꎬ广田首相将上述文件上奏昭和天皇ꎮ 至此ꎬ广田内阁以军部为主导而形成的一整套国

策及其对外政策、对华政策与华北政策ꎬ已经全面确立下来ꎮ 在决策顺序上ꎬ日本政府是先根据军部的

广义国防方针ꎬ确立日本的国策大纲ꎬ然后确立对外政策ꎬ最后着重确立对华政策和其中的华北政策ꎬ这
样一个循序渐进、由整体而局部的决策过程ꎮ 在决策内容上ꎬ也表现为后者依据前者ꎬ层层深入、逐渐细

化ꎮ 在决策机制上ꎬ陆、海军方面占主导地位、外务省方面则为从ꎬ最终陆、海、外三省共同达成方案ꎬ然
后交由内阁通过ꎮ 在以上三个方面ꎬ日本军部对政治的干预和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突出的表现ꎮ

«国策基准»规定了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是“外交与国防相配合ꎬ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ꎬ同时

向南方海洋发展”ꎮ 具体而言就是:“对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寻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和日满国防的

巩固ꎬ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ꎬ同时防范英、美ꎬ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ꎬ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ꎻ
“对南方海洋特别是外南洋方面ꎬ努力促进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ꎬ避免刺激他国并以渐进的和平手段扩

张我国势力ꎬ力求配合满洲国的完成而充实加强国力ꎮ”②这是将陆军与海军的主张兼收并蓄ꎬ而形成的

日本国策上的“南北并进论”ꎮ 在日本近代的历史上ꎬ它是“第一次具体表明了除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

外ꎬ还想侵略南方以至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计划”③ꎮ
«帝国外交方针»就是根据上述国策而确立的日本对外政策ꎮ 作为“外务省最高机密”ꎬ它规定日本

外交的根本方针是:“为了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并实现帝国的生存与发展ꎬ要培育满洲国ꎬ使与该国的

特殊而不可分割的关系更加巩固ꎬ并且还要从世界观点出发ꎬ主动地调整与苏联、中国两国的关系ꎬ同时

设法向南洋方面进行和平扩张ꎬ由此实现东亚的安定ꎮ”“当前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粉碎苏联侵犯东亚

的企图ꎬ特别是消除军备上的威胁ꎬ阻止赤化的发展ꎬ并随着国防的充实ꎬ通过外交手段ꎬ达到这一目

的ꎮ”而关于对华政策的“一般方针”和“当前重点”的规定ꎬ则与上述“根本方针”和“当前外交政策的重

点”互为呼应和联系ꎬ而且是要首先实施ꎮ④ 据此ꎬ中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的首要目标和

基地地位ꎬ再一次被正式地明确下来ꎮ
根据上述方针而确立的«对华实行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ꎬ就是日本对华政策与华北政策的

具体反映ꎮ⑤ 在«对华实行策»中ꎬ将对整个中国(伪满被除外)的政策分为“华北、南京政权、其他地方

政权、内蒙方面”四个部分ꎬ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措施ꎮ 其中ꎬ“对华北政策”已被置于对华政策的首位ꎬ
且明确提出了“分治华北”的政策目标ꎬ并为此单独制订了与对华政策相并列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

要»ꎬ规定“处理华北”的重点为“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主的分治政治”ꎬ也就是由“华北自治”改为“华
北分治”ꎮ 此外ꎬ还规定了应与“分治政治”同时实行的“华北经济开发”政策ꎮ 内阁有关各省在通过该

纲要的同时ꎬ还决定了与这一方针有关的«附录»:第一件为当前对于冀察政权方面应采取的措施ꎬ主要

是经济政策ꎬ第二件为提示华北国防资源中应迅速加以开发的项目ꎬ包括铁矿、炼焦用煤矿、盐、棉花、液

①
②
③
④

⑤

『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１)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第 ３８８ 頁ꎮ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 １９７８ 年版、『文書』第 ３４４—３４５ 頁ꎮ
井上清、铃木正四著ꎬ杨辉译:«日本近代史»下册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２ 年版ꎬ第 ５８７ 页ꎮ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ＩＩ 第一部第五巻(昭和十一年―昭和十二年七月対中国関係)、東京:外務

省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７８－８１ 頁ꎮ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ＩＩ 第一部第五巻(昭和十一年―昭和十二年七月対中国関係)、第 ８８—９１、７４３—７４４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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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燃料、羊毛等“国防资源”以及为开发上述资源所需要的交通设施等ꎮ①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间ꎬ广田弘毅内阁制订的«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

纲要»等一系列文件ꎬ不但标志着日本以华北政策为首要、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对外国策的全面确立ꎬ也
标志着日本以对华政策为首要、大陆政策为核心的亚太政策的全面确立ꎮ 这是日本不久之后发动全面

侵华战争、后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政策基础ꎮ 正如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广田弘毅”的判决书所

指出的:“在一九三六年ꎬ由广田内阁计划和采用了向东亚及南方地区扩张的国策ꎮ 这个具有广大影响

的政策ꎬ终于引起了一九四一年日本和西方各国间的战争ꎮ”②

三、全面侵华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发展(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ꎬ日军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之后ꎬ１１ 日ꎬ日本统治集团做出了扩大侵华的

更大决定ꎮ 近卫首相先于 １１ 日 １１—１４ 时召开由首、外、陆、海、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ꎬ讨论杉山陆相

的提案ꎻ接着召开“阁议”ꎬ决定了关于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以及据此而实施的华北派兵及相关预算处

理ꎮ 下午 ４ 时ꎬ近卫将前述决定上奏天皇ꎬ获得裁可ꎮ 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亦相继向天皇上奏有关派

兵华北及海军用兵问题ꎬ并获准行ꎮ 其间ꎬ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于 １７ 时 ３０ 分发表声明ꎬ将此次事件称

为“华北事变”ꎮ③ １８ 时 ２５ 分ꎬ近卫政府发表了«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ꎬ诬称“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

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ꎬ为此“日本政府在本日阁议已下了重大决心ꎬ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ꎬ立即增兵华

北”ꎮ④ 近卫政府与军部获得天皇裁可的上述一系列决定表明ꎬ日本已经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

变”ꎬ注定要举国一致ꎬ以武力手段彻底解决七七以前悬而未决的华北问题ꎮ 处理“华北事变”即对于华

北的政策ꎬ终于名符其实地成为日本举国一致的国策ꎮ
日军继续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以后ꎬ８ 月 １４ 日ꎬ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ꎬ提出:“中

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ꎬ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ꎬ抵抗暴力ꎮ”⑤日本政府也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

施ꎬ令国民政府反省”ꎬ并于同日夜召开临时阁议ꎬ审议了由陆相提出的«政府声明书»ꎮ １５ 日ꎬ日本正式

发表«帝国政府声明»ꎬ称“帝国已到达最后容忍的限度ꎬ不得已采取断然措施ꎬ惩罚中国军队ꎬ以促使南

京政府的反省”ꎮ⑥ １７ 日ꎬ日本政府阁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ꎮ ９ 月 ２ 日ꎬ日本政府在临时阁议上决

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ꎮ ４ 日ꎬ在日本第 ７２ 届议会上ꎬ根据 ８ 月 ２４ 日四相会议的决定ꎬ日本

天皇发表了开院“敕语”ꎬ以代替宣战诏书ꎮ ５ 日ꎬ近卫首相在首次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声称:我国政

府此时认为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消极、局部地收拾事态ꎬ不得已断然采取对中国军队的积极、全面的大

打击ꎮ ⑦

从七七到八一三、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ꎬ日本终于在扩大的方针之下ꎬ走向了全面的侵华战

争ꎮ 日本在“中国事变”名义下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ꎬ其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ꎬ只
是为了不受交战国待遇而便于从第三国输入军需品和原材料ꎬ这场战争就一直被日本称作“中国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ＩＩ 第一部第五巻(昭和十一年―昭和十二年七月対中国関係)、第 ７４５—７４７ 頁ꎮ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ꎬ北京:群众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ꎬ第 ５７６—５７８ 页ꎮ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著『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１)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６４—１６７ 頁ꎻ『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１)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第 ４３７ 頁ꎮ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文書』第 ３６６ 頁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第
２５—２７ 页ꎮ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文書』第 ３６９—３７０ 頁ꎮ
『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１)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第 ３０５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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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ꎮ①
日本将侵华战争定名为“中国事变”之后ꎬ如何处理随着“中国事变”而产生的一系列对华问题ꎬ即

确立指导性的战时对华政策ꎬ成为日本最高统治集团面临的迫切任务ꎮ 为此ꎬ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

与政策ꎬ也在迅速地进行调整ꎮ
９ 月间ꎬ近卫内阁外务、陆、海军三省有关官员ꎬ围绕处理“中国事变”的方案进行了十多次的研究ꎬ

在得到了各自的主官裁定之后ꎬ外、陆、海三相于 ２８ 日的“阁议”之后又进行了协商ꎬ１０ 月 １ 日ꎬ在征得

近卫首相的同意后ꎬ作为政府的正式决定ꎬ并上奏昭和天皇ꎬ这就是“四相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

纲要»ꎮ 它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初的第一份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ꎬ故被称为是日本针对“中国事变”而决

定的“第一号国策”ꎮ②
与此同时ꎬ日本国内也加快了向战争体制的转化ꎮ 由于日本并未对华宣战ꎬ故甲午、日俄战争时期

的“战时大本营”难以再次设立ꎮ 但日本陆军仍于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奏提出了设置“大本营”的文件ꎮ １８ 日ꎬ
日本政府制定了«大本营令»ꎮ 据此ꎬ１１ 月 ２０ 日ꎬ昭和天皇在宫中设立了“大本营”ꎬ“以谋求陆、海两军

的同心协力、互相策应”ꎮ③ 这是继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ꎬ日本为了侵华战争而第三次设置的“大本

营”ꎮ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在东京天皇宫中ꎬ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ꎮ④
同时ꎬ为了解决战时国务与统帅权之间的矛盾、实现政战略之间的协调ꎬ日本最高当局又决定设立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ꎮ⑤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近卫首相官邸召开了首次会议ꎬ审议作战问题ꎻ１２ 月 １３—
１７ 日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共召开五次ꎬ由参谋本部次长、军令部次长及首相、外务、陆、海相等参加ꎬ
审议了日中和平谈判问题ꎮ

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后ꎬ日本政府的陆、海军及外务省三方有关当局ꎬ进行了协商ꎬ在 １２ 月底

共同完成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ꎬ并建议召开“御前会议”以决定之ꎮ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９ 日ꎬ日本首

先举行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ꎬ议定了御前会议的议题ꎻ１０ 日的阁议ꎬ又对此进行了审议ꎮ １１ 日ꎬ在
昭和天皇主持下ꎬ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ꎮ⑥

这次会议是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ꎬ也是全面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期间一系列御前会议(共
１４ 次)的第一次ꎮ 会议在皇宫召开ꎬ裕仁天皇亲临ꎬ参加者有参谋总长、次长ꎬ军令部总长、次长ꎬ内阁的

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内相、藏相各大臣ꎬ以及枢密院议长ꎮ 近卫首相主持了会议ꎬ广田外相就«处理

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方案进行了说明ꎮ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枢密院议长平

沼骐一郎ꎬ分别在会上陈述了各自的意见ꎬ并表示赞成上述方针ꎮ 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

变的根本方针»⑦ꎬ是统一了政府与军部的意志而达成的日本最高级别的决策ꎬ也是侵华战争以来ꎬ日本

通过“御前会议”ꎬ第一次以国家形式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的坚定不移的国策ꎮ
此后ꎬ日本关于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ꎬ除了 １９３８ 年春夏、宇垣一成担任外相期间ꎬ曾通过“五相会

议”进行决策之外ꎬ主要是通过“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方式ꎬ决定一般的政战略问题⑧ꎻ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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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方针ꎬ则仍是通过召开“御前会议”ꎬ来做出决定的ꎮ①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小矶国昭组阁以后ꎬ为继续进行战争ꎬ首先考虑解决国务与统帅的不统一问题ꎮ

在首相参加大本营的方案遭到军部拒绝后ꎬ根据小矶首相的提议ꎬ日本于 ８ 月 ４ 日召开“大本营—政府

联席会议”ꎬ决定设立“最高战争指导会议”ꎬ“负责策划、决定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ꎬ配合调整政略和战

略”ꎻ该会议在宫中召开ꎬ与会者为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六人ꎮ② “最高战争指

导会议”的成立ꎬ废止了沿续多年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ꎬ并企图实现国务与统帅的统一ꎮ③ 但由

于该会议仍然不能过问统帅事项(小矶国昭并未恢复现役大将)ꎬ故它实际上仍然是上述联席会议的

继续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７ 日ꎬ铃木内阁成立ꎮ 为指导继续进行战争ꎬ铃木内阁沿用了前内阁的做法ꎬ由“最高

战争指导会议”于 ４ 月 １６ 日决定了今后运用该会议的问题ꎬ规定:“今后运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ꎬ主要

是决定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ꎮ④ １９ 日ꎬ铃木首相根据天皇特旨ꎬ被准许列席大本营会议ꎮ 上述措施ꎬ
增强了政府指导战争的地位ꎬ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前内阁时期国务与统帅之间的不统一ꎮ

纳粹德国投降后ꎬ７ 月 ２６ 日ꎬ美、英、中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ꎮ ８ 月 ８ 日ꎬ苏联

对日宣战后加入该公告ꎮ ８ 月 ９ 日上午ꎬ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六巨头会议”ꎬ对于接受«波茨坦

公告»达成了一致意见ꎻ下午ꎬ铃木内阁召开两次临时阁议ꎬ关于接受公告的附加条件议而不决ꎮ⑤ 当日

晚 １１ 时左右ꎬ在宫中的防空洞内ꎬ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在破例召开的“御前会议”上ꎬ仍然争议不休ꎮ １０
日凌晨 ２ 时半ꎬ事前已听取内大臣等意见的昭和天皇ꎬ做出了“圣断”:“在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

权的要求的条件下ꎬ接受波茨坦公告ꎮ”１４ 日中午ꎬ日本最高集团在宫中的防空洞中ꎬ再次破例召开最后

一次御前会议ꎬ决定发布«终战诏书»ꎮ⑥ １５ 日中午ꎬ昭和天皇就«终战诏书»发布了广播ꎮ ９ 月 ２ 日ꎬ日
本向盟国投降ꎻ９ 日ꎬ向中国投降ꎮ 至此ꎬ日本包括全面侵华战争在内的“大东亚战争”ꎬ终于以失败而

告终ꎮ
通过以上简述ꎬ笔者以为:(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决策体制ꎬ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

对外侵略战争指导体制的延续和再确立ꎻ作为其“国策”的侵华政策ꎬ既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发展与演

变的必然结果ꎬ也是其发动与指导全面侵华战争的方针与基础ꎮ 而真正认清这一点ꎬ对于我们了解与研

究日本为何发动与扩大全面侵华战争ꎬ不是没有意义的ꎮ⑦ (二)近代日本经过不断演变而确立的以天

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及其所决定的各项侵华政策ꎬ其
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ꎬ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ꎬ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ꎬ也是包括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御前会议的过程、文件及其决定等ꎬ参见佐藤元英著『御前会議と対外政略』、東京:原書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版ꎮ
参謀本部所蔵『敗戦の記録』、東京:原書房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３—３４ 頁ꎮ
关于该会议的文件ꎬ参见:伊藤隆􀅰武田知己編『重光葵 最高戦争指導会議記録􀅰手記』、東京:中央公論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敗戦の記録』、東京:原書房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４５ 頁ꎮ
外務省編纂『終戦史録』、東京:終戦史録刊行会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１—５７２ 頁ꎮ
『終戦史録』、第 ５８６—５８７、６９６—６９７ 頁ꎻ『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文書』第 ６９６—６９７ 頁ꎮ
有中国学者指出:“回顾日本近百年的扩张史ꎬ固然ꎬ我们可以从军人的行为中看到横冲直撞ꎬ缺乏计划ꎬ但这正

是开动中的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行特色ꎬ天真地以为这只是军人的偶然ꎬ而不从中看到日本战争机器多年形成的

独特运行机制ꎬ不看到中国面对这种实力至上的运行机制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ꎬ对于 １９３７ 年开始的这场中日

间的全面战争ꎬ恐怕很难做出持平而切实的了解ꎮ”步平、王建朗主编、黄道炫、王希亮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
一卷局部抗战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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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ꎮ①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Ｚａｎｇ Ｙｕｎｈ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ｗａ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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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帷幄上奏制)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ｔｏ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Ｄｕ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９００ꎬ ｂｅｃａ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８９４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甲午战

争)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０５ Ｒｕｓｓ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日俄战争)ꎬ “Ｂａｓｅ Ｃａｍｐ” (大本营)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御
前会议)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ｒ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１９０５ Ｒｕｓｓ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ｉｊｉ ｅｒａꎬ ｉ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Ｗａｒ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太平洋战争).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九一八事变) ｉｎ １９３１ꎬ Ｊａｐａｎ’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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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 Ｃａｍｐ” ａｎｄ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 Ｂａｓｅ Ｃａｍ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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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ｑｕ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ｋａｄ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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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相对于战后日本各界ꎬ中国学界关于日本侵华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与研究ꎬ迄今总体上还是十分薄弱的ꎻ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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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